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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实证史学建构的两种路径论衡

胡逢祥

摘　要　实证论于１９世纪末传入中国，对其后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起着重要的推进作用。从

２０世纪初十余年新思想界涉及实证论的文字看，人们最感兴趣的无疑是其以观察和实验手段研究

社会，以及社会现象和发展有“法则”可寻之新观念，它对当时史学界兴起以探求“公理公例”为目标

的历史科学思想产生过相当的引导和催化作用。不过，此种现象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却发生了显著

变化，大多数实证史家关注的重心已转向如何将之用于史料和史实的具体考证，对西方现代史学的

借鉴主要是朗克等人鼓吹的“客观主义”史学，而非先前孔德、斯宾塞和巴克尔等所倡探求社会历史

法则的门径。而从当时崇尚实证的史家看，其现代史学的建构则大致形成了两种路径：一是以西学

为准则的“以西融中”模式，一是希望以中国文化精神为根本依托而兼采域外新理论和新方法的路

径。深入比较两者的异同和得失，对于新时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当不无裨益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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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证史学作为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主要

流派，对现代中国史学的整体发展和形塑，影响至深

且远。目前学术界的相关论述不可谓不多，然细加

审视，仍有剩义可寻。如来自西方近代科学的实证

论，在改造历史学这类传统人文学科的过程中，与其

原先的治学方法特别是人文思维方式究竟处于何种

关系？其内在的冲突或接榫又是如何展开的？历史

学被提升为“现代科学”后，是否意味着实证论已成

其“重建史实”的唯一支撑？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史

料的实证考据究竟能达到何种程度的“客观”？人文

方法在其中是否仍有发挥的余地？若然，则如何实

现其与“科学实证”的互补？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

探讨。本文试结合其中某些问题的思考，就现代中

国实证史学的建构路径及流别再作考察，略抒管见，

以求教于通人方家。

一、实证史学的输入及其概念流变

“实证”一词虽早见于中国传统典籍，然本意皆

指“确凿 证 据”，并 无 方 法 论 之 含 义，从《水 经 注》的

“盖沿历之实证，非为谬说也”，到清阎若璩《四书释

地又续》“古人文义有从实证出者”和皮锡瑞《经学通

论》所谓“朱 子 可 谓 搜 得 真 赃 实 证 矣”①等，无 不 如

此。直到近代西方实证论的传入，始成一专门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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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论（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ｍ）作为一种哲学观和方法论，

系１９世 纪 前 期 法 国 哲 学 家、社 会 学 家 孔 德（Ａｕ－

ｇｕｓｔｅ　Ｃｏｍｔｅ）创立，它 实 际 上 是 当 时 西 方 自 然 科 学

迅猛发展在思想界的反映。其说以为，人类社会及

其主流思维模式在经历了神学和玄学阶段后，现已

进入科学或实证时期，为人类思维趋于成熟之阶段，

其标识性特征是“认定一切现象皆受不易的自然法

则所支配”，欲知此现象界之法则，端在观察和实验，

即通过具体现象的归纳进而求得科学定律。在孔德

看来，数学、天文学、地球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研

究均先后进入实证阶段，唯社会现象因最富个性、最

为错综复杂，仍徘徊在外，值此科学日见昌盛之际，

自当摆脱神学和玄学束缚，以实证方法究其运作变

化法则，使之同登科学之殿堂。如此，“则近代人之

哲学系统实际可臻完备，而一切现象咸可分别归入

五大范畴焉。一切基本概念既调合一致，则实证状

况于以告 成”①。这 一 理 论 不 但 确 立 了 实 证 社 会 学

的地位，还 激 发 起 人 们 探 寻 社 会 历 史 规 律 的 信 念。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孔德所说“现象界之法则”，只是

指人所能感知的现象界因果法则，至于超乎感觉经

验之外的宇宙本体或事物内在本质，依然在不可认

知之列。这表明其理论明显存在着经验主义乃至某

些不可知论的倾向。孔德的上述基本观点，不久就

得到了英国学者 斯 宾 塞（Ｈ．Ｓｐｅｎｃｅｒ）、巴 克 尔（Ｈ．

Ｔ．Ｂｕｃｋｌｅ）等 人 的 呼 应，在 国 际 学 术 界 产 生 了 广 泛

影响。

实证论在１９世纪末传入中国。严复１８９５年发

表《原强》《救亡决论》等文，不仅介绍了西方学术“一

一求之实事实理，层累阶级，以造于至大至精之域，

盖寡一事焉可坐论而不可起而行者”，具有“一理之

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然后定为不

易”的特点，还力赞斯宾塞的社会学说“精深微妙，繁

富奧衍，其持一理论一事也，必根柢物理，征引人事，

推其端于至 真 之 原，究 其 极 于 不 遁 之 效 而 后 已”②。

其所译斯宾塞的《群学肄言》，更是反复论说社会学

足以成为一门探究社会发展“公例”之学的理由，认

为“群之事变，其 葛深隐，常过于他学之所治，则其

术固不得入他学之至简。类同事之变，以见其会通，

其所会通者，常出于至宽之涂，而大其时地之界限。

虽然，既有其会通矣，会通斯有其公例，有公例则可

本之以明事变之由，而即此遂得以成学”。据此，“群

之有学，固可决耳”③。２０世纪初，孔德其人其学通

过章太炎、王 国 维 等 被 译 介 到 国 内。１９０２年，章 太

炎翻译出版了日本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其中提

到：“初言社会学者，为法人欧哥斯德·廓模德（即孔

德）。其所著《实验哲学》始见索西奧罗其衣（ｓｏｃｉｏｌ－

ｏｇｙ，社会学）”④。同 年，王 国 维 也 在 所 译《心 理 学》

（元良勇次郎著）中指出：“法国之硕学孔德分一切学

问为六 种，以 自 简 入 繁 为 先 后，即 数 学、星 学、物 理

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是也。”⑤

当时学界对“实证”一词译法颇不一致，除章太

炎译作“实验”外，１９０２年 王 国 维 所 译《伦 理 学》（元

良勇次郎著）在述及孔德的社会三阶段论时，亦谓：

“第三级，实 验 之 时（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ｅ）也。在 此 时 代，

万事无不由实验与观察，而自天然之事实中得抽象

之概念，名 之 曰 天 然 法”⑥。次 年 出 版 的 浮 田 和 民

《史学通论》的几种中译本则均译为“实学”，称：“法

国奧格士德·肯特者，创社会学，立历史上之三大法

则，云社会者必经过神学的思想、哲学的思想、实学

的思想”⑦。而１９０１年 出 版 的 桑 木 严 翼《最 近 独 逸

（今译“德 意 志”）哲 学 史》（东 京 专 门 学 校 出 版）和

１９０６年出版的岡岛诱《最近西洋哲学史》（东京博文

馆出版）日文原版则表述为“实证哲学”和“实证论”。

按照 日 本 学 者 小 林 郁 的 说 法：“孔 德 之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在日本原被译为积极哲学、实验哲学、实理

哲学、实证哲学。因孔德将以前的哲学称为‘消极哲

学’，从对立的角度言，其哲学似可称为‘积极哲学’，

但这难免会陷入与消极哲学的简单对立之中。‘实

验哲学’的称呼展示了孔德重视实验法，但这样似乎

只强调了 经 验 论（ｅｍｐｉｒｉｃｉｓｍ），这 点 孔 德 是 绝 对 反

对的。另外，把握科学整体的总脉络以求得其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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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是孔德最终的理想，这样来看，称其哲学为‘实

理哲学’好像是最适切的。可惜孔德也仅仅止步于

‘理想’二字而已，其自身亦明瞭这点，所以这个词也

未能概括其哲学。孔德注重事实的论证，为求得与

科学整体研究法的一致，其所提出的规律十分重视

整体内部相互间可能的融合，从这个角度看，其哲学

最合被称为 实 证 哲 学，这 个 词 已 久 为 学 界 使 用”①。

可见最后多采用“实证”这一译法，是日本学术界比

较选择的结果。

今所见国内刊物上明确译为“实证”的，较早见

于罗振玉、王 国 维 所 编 的《教 育 世 界》。１９０６年，该

刊以“法国实证哲学家孔德”为标题登出一张孔氏照

片。次年，王国维又在杂志上发表《自序二》，采用了

“知识论上 之 实 证 论”的 提 法②。此 后，这 一 哲 学 方

法论概念术语渐为学术界所通用，讨论实证论或实

证主义的文章日趋增多，如绾章译桑木严翼的《实证

主义与理想主义》、毛坤的《实证时代之宗教观》、林

宝权的《孔德实证哲学原理》、刘节译《实证哲学与孔

德》、吴霆锐译《孔德之实证社会思想》③等。

从２０世纪最初十余年新思想界涉及实证论的

文字看，人们最感兴趣的无疑是其提出的以观察和

实验手段研究社会，及其社会现象和发展有法则可

寻之新观念。梁启超参照浮田和民《史学原论》介绍

孔德和斯宾 塞 的 社 会 进 化 观 以 及 巴 克 尔 的 文 明 史

观，在《新史学》中一再强调“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

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④。章太炎也

通过译作《社会学》向人们详细介绍“社会历史研究

法”，称：“小则以此研究一社会，大则遍施于人类社

会之全体。所研究者，第一原人之状态，第二组织社

会之次序，第三种种分业之起原，第四种种制度之发

现，第五制度之变迁沿革。于此五者知其微旨，则可

以知今世社会单复异形进化异度之故，又可以知现

在过去诸社会其文野不同者，特人类进化之异其阶

梯耳”⑤，并据 此 提 出 了 治 史 当“以 发 明 社 会 政 治 进

化衰微之原 理 为 主”的 主 张⑥。王 国 维 表 达 了 同 样

的关切，谓孔德“学说中社会进化之法则占重要之地

位。彼谓人类之进步必经许多之阶级，而于各阶级

中，其法律、风俗、习惯各不同，此必然之理也。故欲

知今日之人类，不可不知历史上过去之人类，不由历

史而以抽象的方法建立道德上及政治上之理想者，

其必无效矣。凡法律及道德之改变，其势力全决于

社会之动力。此见解不但广行于其学派中，凡今日

有教育之人皆深赞之者也”⑦。

这对当时史学界兴起以探求“公理公例”为目标

的历史科学思想起了相当的引导和催化作用。诚如

１９３０年代徐炳昶所说：“在十九世纪中叶，大家受了

黑智尔及孔德两派哲学的影响，前者把历史看作绝

对理性的发展，后者更笃实地指明历史为社会科学

所必不可缺底根基，于是历史科学的地位突然增高。

研究历史的人突然增多。一方面对于批评史料的方

法有极缜密的研究，对于古人所传说，不经过一次深

刻的批评和拣择者，绝不与以迅速的轻信。另外一

方面，史料的来源，却尽量地扩大。不惟对于各种文

字的著录要尽量地采取和研究，就是不包含文字著

录，凡存于地 上 地 下 的 遗 迹 遗 物 均 尽 量 地 整 理、发

掘。另外对于世界上尚留遗的各种浅化民族（指原

始民族———引者注）的研究，也可以帮助我们作历史

上的比较。于是吾人对于人类历史的知识，不仅如

从前一样限于有文字著录的数千年，却将自有人类

以来数十万年的经历，广搜博证，浏览其变化，寻求

其因果，而后 历 史 乃 得 成 为 一 种 独 立 的 科 学。”⑧实

际上，这也可视为对中国现代史学初兴的一种概括。

不过，这种以孔德、斯宾塞和巴克尔思想为主要

参照系的实证史学观念，到新文化运动前后却有了

明显的变化。其时大多数实证史家对西方现代史学

的吸收往往更注重于方法论，特别是德国朗克学派

的治史理念。事实上，朗克（Ｌｅｏｐｏｌｄ　Ｖｏｎ　Ｒａｎｋｅ）的

史学本不以“实证”名于世，且不赞成历史有规律可

寻，但由于其强调严格依据史料，不偏不倚地反映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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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真相的“客观主义”治史态度和方法，与实证主义

提倡的治学原则颇为一致，故一般也被归入实证史

学的范畴。１９１９年 胡 适 在《中 国 哲 学 史 大 纲·导

言》中 就 将 朗 克 派 史 家 朗 格 诺 瓦（Ｃｈａｒｌｅｓ－Ｖｉｃｔｏｒ

Ｌａｎｇｌｏｉｓ）和 瑟 诺 博 斯（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ｅｉｇｎｉｏｂｏｓ）合 著 的

《历史研究法入门》列为讨论史料整理和审定方法的

重要参 考 书。１９２０年 代 中 期 以 后，该 书 的 中 译 本

《史学原论》（李思纯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６年版）曾一

度风靡学界。傅斯年亦引朗克史学为同调，并熟读

该派史 家 伯 伦 汉（Ｅｒｎｓｔ　Ｂｅｒｎｈｅｉｍ）的《历 史 学 导

论》①。与此同时，他对历史哲学却颇表轻视，谓“中

央研究院”史语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

亦不以‘史 观’为 急 图，乃 纯 就 史 料 以 探 史 实 也”②。

“历史哲学可以当作很有趣的作品看待，因为没有事

实做根据，所以和史学是不同的”③。他甚至说：“现

在的科学家没有一个相信因果律的，尤其是自然科

学家没有一个会相信因果律的，只有宗教家才会相

信因果律。”④而原先主张历史有“公理公例”可寻的

梁启超，这时在接触了柏格森、詹姆士、李凯尔特等

人的学说后，也认为“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而

不能说因果”，“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

支配”⑤。

史学界这一主流观念的转向并非偶然。英国史

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曾作过分析，谓１９世纪末

２０世纪初“历史学界的重大争论是在以孔德和巴克

尔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和以德罗耶森、里克特（一译李

凯尔特）以及温德尔班为代表的唯心主义之间展开”

的，结果是双方达成了事实上的妥协，“在理论上，大

多数历史学家接受唯心主义的立场，将历史学与科

学严格地加以区别，强调直觉是历史学家处理历史

的最终手段；但实际上，大多数历史学家的方法论却

以实证主义为依据，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主要目标

有两个，一是发现‘新事实’，一是‘通过历史的批判’

来消除谬误”，“即将历史学家的工作分为前后两个

阶段，第一个是搜集和准备资料阶段，第二个是解释

资料和表 述 成 果 阶 段。前 一 个 阶 段 以 实 证 主 义 为

主；在后一个阶段中，历史学家的直觉本能和个性起

主要作用”⑥。寻 求 社 会 历 史 发 展 的“公 理 公 例”显

然已非他们的关注点。

西方史学观念的这种流向转变，有着深刻的历

史背景。１９世纪西方自然科学取得的一系列成就，

曾使人们 普 遍 对 认 识 世 界 和 社 会 充 满 了 信 心。在

“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潮流”冲击下，一些西方

学者把生物学、地理学、数学等自然科学方法和成果

引入史学领域，认为史学也完全可以成为物理学一

样精确的科学。但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由于物

理学的一系列革命性的发展，特别是爱因斯坦相对

论和普朗克量子力学的产生，从根本上动摇了伽利

略和牛顿建立的古典物理学基础。与此同时，数学、

化学、生物学也经历了相应的“危机”，遂致旧自然哲

学观上建立起来的机械决定论大受冲击。加之第一

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也使人们对现实产生了悲观的

幻灭感。思想界的震波在历史学、心理学等人文学

科领域引起了连锁反应，不少西方学者抛弃了“决定

论”而转向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在他们眼里，历史

学应放弃寻求历史发展规律这一大而无当的奢侈目

标，踏踏实实地以搜集史料和考证一事一物作为自

己的职志。中国史学界出现的上述现象，与当时西

方史学界的风气转变恰好是一致的。

徐炳昶曾对这一时期国内实证史学的发展状况

有过描述：“民国五六年以后，梁启超、胡适诸先生因

受西方的影响，盛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说，而后

历史学的面目焕然一新。史料的搜集、整理、批评，

在这将近二十年中，实有极重要的进步。虽说有时

怀疑太过，引起笃信好古者很有理由的反抗，但这些

却是历史科学进步历程中所必经过底阶段，不足为

病。另外一方面，地上地下遗物遗迹的搜求和发掘，

更足以扩充历史的范围，证明或改正历史书上所载

茫昧的事实（王国维先生从甲骨文材料证明《史记·

０４１ 　天津社会科学　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汎森、杜正胜 编《傅 斯 年 文 物 资 料 选 辑》（傅 斯 年 先 生 百 龄 纪

念筹备会１９９５年印本，第５１页）称 此 书 为 伯 伦 汉 的《史 学 方 法

论》（Ｌｅｈｒｂｕｃｈ　ｄ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ｎ　Ｍｅｔｈｏｄｅ）。然 据 同 事 李 孝 迁 教

授说，细加审视，该书当为伯氏另一著 作《历 史 学 导 论》（Ｅｉｎｌｅｉ－
ｔｕｎｇ　ｉｎ　ｄｉｅ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对此，他 将 在 近 期 与 人 合

作的论文中加以辨析，可参阅。

傅斯年：《〈史料 与 史 学〉发 刊 词》，载 欧 阳 哲 生 主 编《傅 斯 年 全

集》卷三，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３５页。

傅斯年：《考古学的新方法》，《史学》１９３０年第１期。

转引自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一册《诸 家 批 判》，中 国 经 济 研 究

会１９３５年初印本，第４９０页。

梁启超：《研究文 化 史 的 几 个 重 要 问 题》，载《饮 冰 室 合 集·文

集》之四十，第４、３页。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 学 主 要 趋 势》，杨 豫 译，上 海 译 文

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７页。



殷本纪》中 所 载 先 公 名 字 之 可 靠 与 微 误，其 尤 著 者

也）。对于浅化民族比较史料的搜集，虽着手较晚，

而业已开始。实证的阶段已经确实地走到。”①其透

出的信息同样是：此时实证史学的主流建设思路已

非先前孔德等人所倡探求社会历史法则的门径，而

是按照德国朗克学派的客观主义和胡适等人提倡的

实验主义展开的，其工作重心已完全转向了以史料

和史实考证为主的一边。

二、现代中国实证史学建构的两种路径

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现代主要史学流派进入

了重要的形成发展期。关于实证史学，有一个比较

流行的称谓，叫做“新历史考证派”，基本上把所有以

考据为主要治史风格的史家，如王国维、孟森、胡适、

傅斯年、顾颉刚、陈垣、陈寅恪等均纳入其内。这样

的分法固然有其理由，但我个人以为过于笼统，如稍

作考察，便会发现这些人在治学特色及现代史学的

建构路径上实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至少可分为两

派，一派以胡 适、傅 斯 年 为 主，可 名 之 为“科 学 方 法

派”；一派以王国维、陈垣和陈寅恪为主要代表，他们

三人的治史虽各有特点和所长，但在基本路向上前

后相承，可称之为“新考证派”。

从总体上看，两派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都主

张走中西融会之路。王国维就指出：“异日发明光大

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

之陋儒”②，故 于 西 学，自 当 积 极 输 入，使 之“与 我 中

国固有之 思 想 相 化”③。胡 适 也 希 望 在 传 统 文 化 中

“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

以便“在新旧文化内在调和的新的基础上建立我们

自己的科 学 和 哲 学”④。他 们 的 实 证 史 学 也 都 表 现

出传统考据与西方实证论相结合的特征，唯两派的

具体建构路径和目标，实不尽相同。

大致说来，胡适、傅斯年一派比较倾向以西学为

准则的“移植”模式，即指望通过完全按照西方现代

史学的规模体系确立基本框架，同时将本土史学中

接近或符合该体系要求的内容纳入其中，由此实现

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或改造。这是一种以

西学为标杆，同时吸附某些符合其标准的传统学术

因子而形成的“以西融中”体系。

这一建构思路实际上是建立在其线性进化论文

化观基础上的。在胡适看来，世界各地文化发展始

终处于同一演化过程中，盖人类的生理构造和生活

需求既大致相同，其文化的表现方式也必然大同小

异，“我们拿历史眼光去观察文化，只看见各种民族

都在那‘生活本来的路’上走，不过因环境有难易，问

题有缓急，所以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到的时候有先

后的不同”⑤。据此而言，所谓传统文化反映的只不

过是业已过时的旧文化，而西方文化则代表了现代

与未来，故中国学术要进步，只需一心步武西方即可

实现。傅斯年也主张，现代“世界中无论哪一种历史

学或哪一种语言学，要想做科学的研究，只得用同一

的方法。所以这学问，断不以国别成逻辑的分别，不

过是因地域的方便分工”。据此，他根本反对提倡或

运用“国学”之 类 的 概 念⑥。在 他 们 看 来，现 代 学 术

体系建构模式只有一种，即西学。

从实践层次看，胡适自言其治学方法所受主要

影响，先后来自《马氏文通》、美国学者布尔（Ｇ．Ｌｉｎ－

ｃｏｌｎ　Ｂｕｒｒ）开设的“历史的辅助科学”、乌德瑞（Ｆｒｅｄ－

ｅｒｉｃｋ　Ｊ．Ｗｏｏｄｄｒｉｇｅ）历 史 哲 学 课 中 注 重 史 料 学 的 观

念，以及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论⑦，以致其一生对科

学方法的宣传、对传统史学方法的取舍准则，始终不

出这一范围。他对传统文化在知识积累上达到的成

就虽抱以相当的尊重，曾发起“整理国故”运动，欲使

之系统化，破其迷信，还其真相，便其阅读，但对其蕴

含的精神意态和价值观，则评价不高，认为“在中国，

科学一方面当然是不足道的，就是道德和宗教，也都

觉浅薄得很。这样，当然不能引起青年们的研究兴

趣了”。同时，“中 国 的 国 故 书 籍，实 在 太 没 有 系 统

了。历 史 书，一 本 有 系 统 的 也 找 不 到；哲 学 也 是 如

１４１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徐炳昶：《西北史地季刊·导言》，《西北史地》１９３８年第１卷第１
期。

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 大 学 章 程 书 后》，载《王 国 维 全

集》卷十四，第３６页。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载《王国维全集》卷一，第１２５页。

胡适：《〈先秦名学史〉导论 逻辑与哲学》，载陈平原选编《胡适论

治学》，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７７、７６页。

胡适：《读梁漱 溟 先 生 的〈东 西 文 化 及 其 哲 学〉》，载《胡 适 文 存》

第二集第二卷，亚东图书馆１９２４年版，第８２～８３页。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 旨 趣》，载 蒋 大 椿 主 编《史 学 探

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

５００页。

参见胡适《青年 时 期 逐 渐 领 悟 的 治 学 方 法》，载 陈 平 原 选 编《胡

适论治学》，第２６～２７页。



此。就是文学一方面，《诗经》总算是世界文学上的

宝贝，但假使我们去研究《诗经》，竟没有一本书能供

给我们做研究的资料的”①。就学术方法而言，能入

胡适法眼的大概就只“考据”一术。之所以如此，乃

因他在西方的学术体系中发现了其相应的位置，故

才敢充满信心地宣称，宋儒的“格物说”，特别是清儒

的考证学、校勘学、训诂学等，“所以能够有国故学的

大发明，正因为他们所用的方法无形之中都暗合科

学的方法”。而 他 的 责 任 便 是“要 把 汉 学 家 所 用 的

‘不自觉的’方法变为‘自觉的’”②。

傅斯年对实证史学的建构，格局比胡适要大些，

其所关怀的主要不是治学的具体逻辑程序和思维方

式，而是试图将史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置于自然科

学的序列中，连接考古学、人类学，以及生物、地理、

地质、气象、天文诸学的知识和方法，加以根本改造。

钱穆曾指“其以历史语言二者兼举，在中国传统观念

中无此 根 据。即 在 西 方，亦 仅 德 国 某 一 派 之 主 张。

大体言之，西方史学并不同持此观念。其在中国，尤

属创新。故其所主持之史语所，其时尚仅有地下发

掘与龟甲文 研 究 两 门，皆 确 然 示 人 以 新 观 念、新 路

向”③。这种“新路向”的基本目标，应当就是历史学

的自然科学化。为达此目的，理论上，傅斯年声称：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

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并严词排

拒任何带有主观色彩的因素，如“历史哲学”、史论和

著史等进入“近代史学”的殿堂，以为只有文献或史

实考证工作才有可能实现科学化，而传统史学中，值

得重视的也只有史料考据的精神与方法，至于那些

“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

和语言学混 在 一 气 的 人，绝 对 不 是 我 们 的 同 志！”④

在此种观念的支配下，他们特重摹效的自然是西学

方法，至于传统史学方法，虽然也承认其某些长处，

但无论是在总结还是运用上，都处于比较粗放和笼

统的状态。

而以王国维、陈垣和陈寅恪为代表的一派，虽也

受到西方近代学术理念的深刻启发，并崇尚实证，如

王国维素主“吾侪当以事实决事实，而不当以后世之

理论决事实”⑤，陈垣自谓其“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

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⑥，陈寅

恪对史料考证的重视亦为世所公认，以致被一些人

归为与傅斯年同道的“史料学派”，然他们的史学建

构路径却并不“唯西是从”、处处比照西学方法以衡

其得失。王 国 维 在１９１１年 就 指 出：“余 谓 中、西 二

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

今日之世，讲 今 日 之 学，未 有 西 学 不 兴 而 中 学 能 兴

者；亦未有中 学 不 兴 而 西 学 能 兴 者。”⑦即 主 张 在 中

西学的平等沟通中实现共同推进的目标。陈寅恪更

提出：“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

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

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以蔽之曰：

宋代学术之 复 兴，或 新 宋 学 之 建 立 是 已”⑧，并 称 陈

垣所作《元西域人华化考》“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

析 与 综 合 二 者 俱 极 具 工 力，庶 几 宋 贤 著 述 之 规

模”⑨，明确表 达 了 现 代 中 西 文 化 交 融，应 学 习 宋 代

以本土文化消融外来佛教文化，进而形成中华学术

发展新高 峰 的 模 式瑏瑠。其 所 谓“新 宋 学”，显 见 是 一

种以中国文化精神为依托，同时又能融会世界最新

理论和方法的现代学术形态。他们的实证史学建构

和实践，同样反映了这一旨趣。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与胡适等人相比，他们在传统考据方法的

继承和运用方面，作了更为精深的开掘。王国维早

年通过东西方哲学论著的研读和翻译，已对西方现

代方法论有相当的掌握，但在辛亥革命后转向经史

研究时，虽已是学术界名人，但为更好继承传统方法

之长，仍重新下苦功对清代朴学作了深入研究。其

１９１３年《致 缪 荃 孙》函 称：“移 居 以 后，日 读 注 疏 一

卷，拟自‘三礼’始，以及他经，期以不间断”。次年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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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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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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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研究国 故”的 方 法》，载 陈 平 原 选 编《胡 适 论 治 学》，第

１３９页。

胡适：《论国故学》，载陈平原选编《胡适论治学》，第１１２页。

钱穆：《师友杂忆》，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６８页。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 旨 趣》，载 蒋 大 椿 主 编《史 学 探

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第４９３、５０３页。

王国维：《再与 林 博 士 论 洛 诰 书》，载《王 国 维 遗 书·观 堂 集 林》

卷一，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陈垣：《致方豪》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２４日，载《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

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３０２页。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载《王国维全集》卷十四，第１３１页。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 序》，载《陈 寅 恪 集·金 明 馆 丛

稿二编》，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７７页。

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载《陈 寅 恪 集·金 明 馆 丛 稿

二编》，第２７０页。

关于陈寅恪倡 导“新 宋 学”的 含 义，拙 文《陈 寅 恪 史 学 的 个 性 再

探讨》（《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１８年 第１期）中 略 有 申 说，此 处 不 再

展开。



谓“比年以来拟专治三代之学，因先治古文字，遂览

宋人及国朝诸家之说”①。在此基础上，他称清人学

术，“其 尤 卓 绝 者，则 曰 小 学。小 学 之 中，如 高 邮 王

氏、棲霞郝氏之于训诂，歙县程氏之于名物，金坛段

氏之于《说文》，皆足以上掩前哲。然其尤卓绝者，则

为韵学，古韵之学自昆山顾氏，而婺源江氏，而休宁

戴氏，而金坛段氏，而曲阜孔氏，而高邮王氏，而歙县

江氏，作者不过七人，然古音廿二部之目，遂令后世

无可增损”②。正是此种经历和贯通的认识，使之在

治学中得以融会中西之长，在熟练驾驭清人音韵、训

诂、古文字学，乃至程易畴、吴大澂等古器物实验研

究法等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治学特色。以甲骨金文

的研治为例，其弟子戴家祥便指出他在音韵训诂学

上，囊括了清以来七大家的所有知识，不仅能在研究

中融贯古文字形、声、义等综合知识，且尤善运用“同

声通假”之法③，是以能取得超迈前人的成就。

陈寅恪在考释庾信《哀江南赋》的用典时，指出

其作赋多“用古典以述今事”的特点，惜历来读者止

限于诠说典故词源，而不能实指其“今典”为何。故

“解释词句，征引故实，必有时代限断。然时代划分，

于‘古典’甚易，于‘今典’则难。盖所谓‘今典’者，即

作者当日之时事也。故须考知此事发生必在作此文

之前，始可引之，以为解释。否则，虽似相合，而实不

可能。此一难也。此事发生虽在作文以前，又须推

得作者有闻见之可能。否则其时即已有此事，而作

者无从取 之 以 入 其 文。此 二 难 也”④。如 此 细 密 的

论证，实非深知中国文史传统真髓者不能为也。

其次，与胡适等人的考据法带有相当浓厚的科

学主义情结不同，王国维与陈垣、陈寅恪对考证学意

蕴的把握，含有更多的中国元素和人文意识，往往更

见通达和宽厚。这种差异体现在多个层面。

如对古文献史料的判别运用，胡适曾力主“宁可

疑而过，不可信而过”，特别是先秦文献年代既远，不

少材料孤证难凭，且又夹杂着一些不可信的传说，遂

以考古材料太少为由，主张研究时不妨“先把古史缩

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

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

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⑤。他本人讲

古史，便只“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

商，迳从周宣王以后讲起”⑥，这也是当时整个“古史

辨”派的基本看法。这是因为，按照他们对实证论的

理解，唯有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才是可证的，凡难以

确定完全可靠的材料，便不能用作考证的依据。但

平情而论，先秦早期遗存文献如《尚书》《仪礼》以及

有关三代的其他记载或传说，尽管存在一些疑问，事

实上仍保存着不少历史真相。何况考古发现一般只

是历史的片段局部场景，研究三代史，如抛开这些古

文献，期望全据考古发现的材料来填补和“拉长”，显

然是不现实的。

而王国维的古史研究则从“两重证据法”出发，

认为考古资料和传世古文献“实相表里，惟能达观二

者之际，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然后能得

古人之真，而其言乃可信于后世”⑦，并指出“上古之

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

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

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故《晏子

春秋》《墨子》《吕氏春秋》《竹书纪年》以及明显带有

大量传说乃至“荒诞”记载的《山海经》《楚辞·天问》

等，“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

可以完 全 抹 杀 也”⑧。其《殷 卜 辞 中 所 见 先 公 先 王

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两篇具有划时

代意义的古史论文，正是在此理念的观照下，以出土

甲骨文参以各类古文献，大体重建起了商先公先王

的世系统绪。

在论及史料的真伪时，陈寅恪提出：“真伪者，不

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

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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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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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全集》卷十五，第５０、５５页。

王国维：《周代金石文韵读序》，载《王国维全集》卷八，第２５５页。

其《〈殷墟书契考释〉后序》《沈乙庵 先 生 七 十 寿 序》等 文，也 表 达

了类似的意见。

戴家祥：《王静庵先生与甲骨文字 学 的 发 展》，载 袁 英 光 选 编《王

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一），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１９８３年 版，第

２、３页。

陈寅恪：《读哀江南赋》，载《陈寅 恪 集·金 明 馆 丛 稿 初 编》，三 联

书店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３４～２３５页。

胡适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８日和１９２１年１０月２８日致 顾 颉 刚 信，参

见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 册，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１９８２年 版，第

１５、２２页。

参见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３６页。

王国维：《殷墟文字类编序》，载《王国维全集》卷十四，第２０８页。

王国维：《古史新证》，载《王 国 维 全 集》卷 十 一，第２４１、２７８页。

至１９２０年代后期，王国维的这 一 观 点，实 际 为 古 史 学 界 包 括 胡

适、傅斯年等人普遍接受。



某种伪材料，若迳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

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

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

至于史论，“治史者皆认为无关史学，而且有害者也。

然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

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

闻纸之社论时评。若善用之，皆有助于考史”①。此

种辩证而开阔通达的史料观，应是他们的古史研究

取得超迈前人成就的重要原因。

同时，在传统考据方法的具体评价上，两派的观

念也略见参差。陈垣在《校勘学释例》中将中国传统

校勘法总结为对校、本校、他校和理校四法。前三种

皆有本可据，而以对校法最为基础，“此法最简便，最

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

其短处在不 负 责 任，虽 祖 本 或 别 本 有 讹，亦 照 式 录

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

别本之本来面目”。理校则系凭借实践经验和见识

所作的推理，“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

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

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

最危险者亦 此 法”②，并 高 度 肯 定 了 钱 大 昕、王 念 孙

和段玉裁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在他看来，四法互

补，始为完整的校勘学。

但胡适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却只高度评价了对

校法，认为校勘学的最高原则在寻得古本和善本，逐

字对校，发现差异，恢复原本面貌，“至于如何定其是

非，那是无从说起的”，并说“用善本对校是校勘学的

灵魂，是校勘学的唯一途径”。对于“理校”，则评价

甚低。他以为：“推理之最精者，往往也可以补版本

的不足。但校勘的本义在于用本子互勘，离开本子

的搜求而费精力于推敲，终不是校勘学的正轨”，而

只是校勘学的支流。“所以我们可以说，古来许多校

勘学者的著作，其最高者如王念孙、王引之的也只是

教人推理的法门，而不是校书的正轨；其下焉者，只

能引学者走上舍版本而空谈校勘的迷途而已。校勘

学的不发达，这种迷误至少要负一部分的责任”，并

据此得出结论：“纵观中国古来的校勘学所以不如西

洋，甚至于不如日本，其中原因我已说过，都因为刻

书太早，古写本保存太少；又因为藏书不公开，又多

经劫火，连古刻本都不容易保存。古本太缺乏了，科

学的校勘学自不易发达。王念孙、段玉裁用他们过

人的天才与功力，其最大成就只是一种推理的校勘

学而已”。胡适所以独重“对校”而贬抑“理校”，一方

面固然是出于对那些师心自用，在校书中随意更改

古书文字陋习的不满；更重要的是认定前者据文本

对校，发现的错误有据可查，因而是“客观的”，实证

的，后者则出于推理，不免是“主观的”，亦即非实证

的③。但事实上，在 校 勘 中 找 到 原 稿 或 古 写 本 的 机

率毕竟很少，多数校勘只能找到较早的本子，而多本

互校出现的文字差异，尤需结合对校和理校等多种

方法才能判其是非得失。且高明的理校，看似主观

推理，其实是借助长期的实践经验，并综合了广博知

识所作的 判 断。故 在 强 调 对 校 的 基 础 上 发 展 出 理

校，注重对校和理校的融会运用，应视为中国传统校

勘学的创造和“高妙”处之一，实不宜如此贬抑。至

于将古本保存的多少作为判断中西校勘学高低和是

否“科学”的依据，更显得十分勉强。盖是否存有古

本，对提高校勘的准确性固然至关重要，但这与校勘

学方法的 高 低 并 不 存 在 逻 辑 上 的 必 然 联 系。换 言

之，评判校勘学方法高低的标准并不在古本的多少，

而在其校勘程序和路径是否合理科学。

此种差异还反映在两派对某些传统方法的取舍

和运用上。如在辨别传说真伪方面，古代学者一直

有“验之以理”“察之以情”的传统，这从《吕氏春秋·

慎行·察传》的“必验之以理”和“缘物之情及人之情

以为所闻”，到王夫之的“使能揆之以理，察之以情，

取仅见之传闻，而设身易地以求其实”，均可看到④。

在“古史辨”讨论中，站在疑古派对立面的刘掞藜曾

据此提出了考察古史记载真伪，“总须度之以情，验

之以理，决之 以 证”的 主 张⑤。就 方 法 论 而 言，此 三

者交叉互证，本无不严谨处。但胡适却表示，他只认

可“决之以证”一条，其余两条均不足取，因“历史学

家只该从材料里、从证据里去寻出客观的条理”，如

以所谓情与理去揣度古史，必然会掺入自己的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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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上 册 审 查 报 告》，载《陈 寅 恪 集·金

明馆丛稿二编》，第２８０～２８１页。

陈垣：《校勘学释例》，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４４、１４８页。

胡适：《校勘 学 方 法 论》，载 陈 平 原 选 编《胡 适 论 治 学》，第２０３、

２００、１９５页。
《诸子集成》六，中华书局１９５４年版，第２９４、２９５页；王夫之：《读

通鉴论》卷二十《唐太宗八》，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６９３页。

刘掞藜：《讨论 古 史 再 质 顾 先 生》，载 顾 颉 刚 编 著《古 史 辨》第 一

册，第１６４页。



最后使“断之以证”也不免为主观意见所左右①，从

而根本否认了其余两条的方法论意义。与此不同的

是，陈寅恪等却主张有条件地采用此法，提出研究古

人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即在深入了解其所处历

史背景及身世的基础上，“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

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所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

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

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

说，与今日之 情 势 迥 殊，何 一 不 可 以 可 笑 可 怪 目 之

乎？”当然与此同时，应切忌“穿凿傅会”和以今人之

思想境况去“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②。与之观点相

近的汤用彤亦指出，研治佛教史，“如仅凭陈迹之搜

讨，而无同 情 之 默 应，必 不 能 得 其 真”③。可 见 关 键

还在于运用是否得法。

再次，对传统史学方法自身的总结更为系统深

入。胡适虽然对传统史学方法作了一定总结，然总

体上仍较为粗放，思路也都局限在西方实证史学现

有的框架与知识点上，罕有逸出其外者。这一点从

其代表作《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校勘学方法论》中

可以看得很清楚。而王国维及陈垣、陈寅恪对传统

史学方法中“现代性”的发掘，不但注入了现代科学

精神，且能不为“西法”范围所牢笼，而是力求按照中

国学术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趋势，通过大量传统史学

实践例证的系统归纳整理，将之提升到符合现代科

学的方法论层面。

在这方面，陈垣的史学实践尤具启发性，其对史

源学、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和避讳学的研究，目的

都在运用现代观念系统审视和清理中国传统学术方

法，使之进入与西方学术并驾齐驱的科学境界。然

其眼界却并不处处倚重比附西学的知识点，更非仅

以西学的价值判断为基准，而是从传统学术自身的

演变出发，在充分吸取本土前贤相关成果的基础上

形成系统的看法，是以无论在内容范围还是论述深

度上，都要较胡适明显胜过一筹。这从陈垣对传统

校勘学中“理 校”方 法 的 总 结 和 评 价，以 及《史 讳 举

例》对西方没有的中国古代避讳学的研究，史源学和

目录学等 的 总 结 中，均 不 难 看 出。其《二 十 史 朔 闰

表》《中西回史日历》，乃“就《通鉴目录》中宋刘羲叟

《长历》及《辽史》中耶律俨《辽宋闰朔考》，并近代钱

侗《四史朔闰考》、汪曰桢《历代长术辑要》等，各以本

历，参校各史纪志，正其讹谬”，复参考当时南京黄教

士《中西年月通考》和日本内务省地理局所编之《三

正综览》而 编 成④。其《史 讳 举 例》自 述 撰 写 缘 由：

“洪迈《容斋随笔》、王楙《野客丛书》、王观国《学林》、

周密《齐东野语》，皆有关于历朝避讳之记载。清朝

史学家如顾氏《日知录》、钱氏《养新录》、赵氏《陔馀

丛考》、王氏《十七史商榷》、王氏《金石萃编》等，对于

避讳，亦皆有特别著录之条。钱氏《廿二史考异》中，

以避讳解释疑难者尤多，徒因散在诸书，未能为有系

统之董理。嘉庆间，海宁周广业曾费三十年之岁月，

为避讳史料之搜集，著《经史避名汇考》四十六卷，可

谓集避讳史料之大成矣。然其书迄未刊行，仅《蓬庐

文钞》存其叙例，至为可惜。今肆上所通行专言避讳

者，有陆费墀《帝王庙谥年讳谱》一卷，刊《历代帝王

年表》末，黄本骥《避讳录》五卷、周榘《廿二史讳略》

一卷，分刊《三长物斋》及《啸园丛书》中。此三书同

出一源，谬误颇多，不足为典要。如开篇即谓‘汉文

帝名恒，改恒农曰弘农；汉和帝名肇，兼避兆、照’之

类。人云亦 云，并 未 深 考。其 所 引 证，又 皆 不 注 出

典，与俗陋类书无异。其所记录，又只敷陈历代帝王

名讳，未能应用之于校勘学及考古学上发人深思，所

以有改作之必要也”⑤，更是对这一工作思路的清晰

表达。就此而言，陈垣的文献学与方法论研究，实开

启了依据传统学术自身特点，运用本土资源和经验，

顺应现代科学讲求规整系统和逻辑严明的趋势，推

进其理论化建设，以较平稳自然而非简单依附西学

的方式将之导入现代的路径。

综上可见，在传统史学方法的接纳上，胡 适、傅

斯年等因强调恪守西方实证论的原则，往往颇见拘

谨；而王国维与陈垣、陈寅恪的积极姿态则使之在这

方面更显宽容和可塑性。其中实透露出现代实证史

学建构过程中“西化”和“本土化”两种路径的分歧。

三、在理性反思中寻求借鉴

现代中国实证史学的兴起发展，虽仅是整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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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载顾 颉 刚 编 著《古 史 辨》第 一 册，第

１９４、１９６页。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上 册 审 查 报 告》，载《陈 寅 恪 集·金

明馆丛稿二编》，第２７９～２８０页。
《汤用彤全集》第１卷《汉魏两晋 南 北 朝 佛 教 史·跋》，河 北 人 民

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６５５页。

陈垣：《中西回史日历·自序》，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２页。

陈垣：《史讳举例·序》，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２页。



学术体系建设的局部环节，然其建构路径及得失却

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众所周知，自近代以来在文化

建设的过程中，取径于“西化”还是“本土化”，始终争

议不断。对于“西化”，人们理论上多习惯于根本否

定，那些公开主张“西化”的人士，亦常被指为“洋奴

买办”文人或“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然揆诸史实，

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在现代化进程中，一段时期内

或局部出现以“西化”为主流的态势，乃常见之现象，

特别是在现 代 化 初 期，因 认 识 上 的 局 限，更 难 以 避

免。同时，还应看到，倡导“西化”的人中，固然有对

民族历史文化丧失信心者，但也有一些是真心希望

借此较快摆脱当时中国文化的落后危机而获取新生

的，如陈序经、胡适等即是。故胡适等人的实证史学

虽具有明显的“西化”倾向，并不含贬意，而只是试图

在客观考察和比较的基础上，对学术现代化的进程

作些理性的反思。

中国学 术 明 显 呈 现 出 现 代 性 质 的 转 型，应 在

１９００年之后。围绕着这一历史变革趋势，学术界提

出过种种方案，其中最具影响力和实践操作意义的

当推“西化”路径。回首看去，从２０世纪初起，在短

短的三十年间，中国的整个教育制度、现代学科分类

和理论方法体系及其价值评估系统等，无不仿照西

方的制度模式，完成了初步但覆盖面十分广泛的转

换。史学同样如是。在此风气下，传统史学的体制、

概念范畴及关注重心遭到了普遍质疑乃至淡化或忘

却，西方现代史学的观念和理论方法遂成一代又一

代新人治学的圭臬。

这种趋势的形成，从根本上看，并不取决于个别

有影响人士的登高振臂一呼，而乃多重社会因素合

力作用的结果。就社会心理层面而言，大致不出两

端：一是晚清以来，随着西方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

的强势压境，传统政治及其文化的弊端暴露无遗，欲

振乏力，明显处于弱势，社会上下普遍感到失望，变

革呼声日高。二是欲求富强，当时除西方现代文化

制度之外，尚找不到其他样板或模式，于是，现代化

即“西化”的观念遂大行其道，成为彼时中国文化改

造及建设的主流思维与实践定势。

从学术变革的角度看，这一过程的积极意义在

于：较快从理论上构建起中西学术沟通的桥梁，拉近

了与西方学术界的距离；参照西方现代学术分类体

系的图谱重新整合了本土旧有的知识谱系，推进了

学术研究的精细化和系统化；并建立起一系列符合

现代学术规范的设施及其运作机制，为其长远发展

辟出了空间。

但同时应看到，由于这一学术建构框架是在传

统文化处于最衰弱低潮时期（２０世纪最初３０年）确

立的，特别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新思想界的激烈抨

击下，传统文化几遭全盘否定，对其学术的总体评价

不免偏低。作为当年激进反传统的代表人物，胡适

的态度自不能例外，加之其哲学上深受西方科学主

义的影响，以致倡导的实证史学，除了专重吸收与西

方自然科学“暗合”的考据学外，对传统学术中凡属

价值观念或稍带“主观”嫌疑的方法，皆一意摈除；至

于那些在西学中找不到对应点的内容与方法，则或

批或弃，在其方法论体系中自然就难觅踪影了。

这一史学路径，当时就遭到了一些学者的非议。

即使是赞同实证史学的王国维与陈垣、陈寅恪，也不

愿为此所拘，如对传统史学一贯强调的“通识”，他们

便十分重视。考据学的对象是具体史料或史实，其

中既有大问题，也有不少只是细琐的历史现象。史

家若以一事一物之考证为治史之极则，往往易陷入

所谓“碎片化”中而不能自拔。若能在考据中贯以通

识，则可以小见大，或从一些“碎片”间的联系去把握

某些史事 的 内 在 趋 势 和 特 点。梁 启 超 称 王 国 维 治

学，能“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著力……虽好从

事于个别问题，为窄而深之研究，而常能从一问题与

他问题之关 系 上，见 出 最 适 当 之 理 解，绝 无 支 离 破

碎、专己守 残 之 蔽”①。陈 寅 恪 在《冯 友 兰 中 国 哲 学

史上册审查报告》《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一再强调

的“通识”②，都是这个意思。正因如此，他们的论著

形式上虽考据色彩甚浓，却与不少乾嘉学者易流为

支离的琐碎考证不同，其法多能“从小处入手，从大

处着眼”，对一事之始末和因果演变作出脉络清晰的

贯通疏解。王 国 维 的《宋 元 戏 曲 史》《简 牍 检 署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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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梁启超：《〈王静安先 生 纪 念 号〉序》，载 陈 平 原、王 枫 编《追 忆 王

国维》，中国电视广播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９９页。

陈寅恪在《冯友 兰 中 国 哲 学 史 上 册 审 查 报 告》中 称：“儒 家 及 诸

子等经典，皆非 一 时 代 一 作 者 之 产 物”，今 人“龂 龂 致 辩 于 其 横

切方面，此亦缺乏 史 学 之 通 识 所 致。而 冯 君 之 书，独 能 于 此 别

有特识，利用材料，此 亦 应 为 表 章 者 也”；《陈 垣 敦 煌 劫 余 录 序》

亦谓：“吾国敦煌学 著 作，较 之 他 国 转 独 少 者，固 因 国 人 治 学 罕

具通识……”参 见《陈 寅 恪 集·金 明 馆 丛 稿 二 编》，第２８０、２６６
页。



《胡服考》《记现存历代尺度》，陈垣的《元也里可温教

考》《元西域人华化考》，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

论稿》《唐 代 政 治 史 述 论 稿》等，无 不 具 有 这 样 的

特点。

又如在史考和史论关系的处理上，傅斯年极力

主张：“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

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份货，十分材料出

十分货，没有 材 料 便 不 出 货”①，硬 把 史 料 解 释 层 面

的工作排除在“近代历史学”的殿堂之外。王国维与

陈垣、陈寅恪则不然。陈寅恪主张治史应在搞清史

实的基础上，“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

与史识的表现”②。陈垣指出，司马迁、班固以降，史

论尤繁，“自清代文字狱迭兴，学者避之，始群趋于考

据，以空言为大忌”，其实，不少史论“皆足代表一时

言议，岂得概 以 空 言 视 之”③，肯 定 了 史 论 在 史 学 中

的作用。从实践看，王国维倡导的“知人论世”④，陈

寅恪在中古史研究中对种族与文化观念的发挥，以

及陈垣在《通鉴胡注表微》等著作中极力寻绎民族思

想，倡导“有意义之史学”，都反映出趋于兼重史考和

史论的倾向。

至于有着明显文化保守主义情结的一批学者，

对胡适一派的史学路径更表示了公开反对。现代新

儒家熊十力即指责其“多以琐碎而无关大义之考据

是务，岂不 惜 哉！历 史 之 学，《春 秋 经》之 枝 流 余 裔

也。治史必究大义，本天化以征人事，鉴既往以策方

来，其义宏远。若专考琐碎事件，何成史学？”⑤钱穆

亦批评胡适等人“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

实，为 局 部 窄 狭 之 追 究。以 活 的 人 事，换 为 死 的 材

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

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

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

自己民族 国 家 之 文 化 成 绩 也”⑥。柳 诒 徵 等 人 则 强

调继承传统史学的“经世”精神，称“治史者必求其类

例，以资鉴戒。则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又为史术所

最重者也”⑦。

虽然这些主张更注重传统史学继承的理念与实

践，因自身认 识 上 的 局 限，亦 存 在 种 种 不 足 粗 糙 之

处，但对于 那 种 唯“西 化”是 从、过 于 轻 视 传 统 的 偏

颇，无疑包含着一种合理的针砭与回拨。应当看到，

传统史学中 此 类 遭 到 胡 适 等 人 轻 视 的 非 实 证 类 方

法，虽不如一般形式逻辑概念来得清晰和易于把握，

但同样是前人学术经验的深刻总结，有的则是社会

和精神现象自身复杂特性的反映，在历史研究领域

与逻辑方法上实有着相当的互补性，故不能简单套

用西方实证科学的标准加以衡定和取舍，而应从理

论上加强梳理和价值发掘，使之发挥应有的作用。

比较上述两种现代中国实证史学的建构路径，

至少给我们留下了以下两点思索：

首先，实证论的加入直接触发了近代史学科学

化的契机，使追求历史“法则”和史料史实的精确性

成为一时风会，也使一些人认定实证方法乃历史研

究的不二法门。但是，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毕竟大不

一样，其研究对象除一小部分遗存的古人生活残迹

和文献中保留的残影外，绝大多数已一逝不返，更何

况被视为“客观”对象的史料自身也或多或少羼杂着

种种人为主观成分。事实上，当客观历史变为由史

料构成的“历史”时，两者已存在一定的距离，而通过

史料研究重新获得的“历史本体”，同样会与前两者

有所不同，这与一般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相对稳定

和可反复验证形成了鲜明的差异，由此大大制约了

其“自然科学化”的程度，也不能不使实证方法在史

学领域施展的范围受到一定限制。可见，面对如此

复杂而变动不居的社会历史，希望完全按自然科学

的模式来构建现代史学，显然是不现实的；面对如此

丰富而多元的人类思想行为，试图单凭实证方法来

探究其内在的一切，显然也是不敷其用的。故从总

体看，历史研究仍离不开诸如“了解之同情”，依据片

段史迹和史料进行合理推测等带有人文意识的思维

方式。也就是说，尽管实证是治史应持的基本态度

与方法，仍应兼取人文或其他类型的有效方法，才能

对人类历史这一特殊的领域展开多层次的、更为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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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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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 旨 趣》，载 蒋 大 椿 主 编《史 学 探

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第５００页。

罗香林：《回忆陈 寅 恪 师》，载 张 杰、杨 燕 丽 选 编《追 忆 陈 寅 恪》，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０５页。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３６页。

这在王国维《译本〈琵 琶 记〉序》和《耶 律 文 正 公 年 谱 余 记》等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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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研究和理解。

其次，中外史学的会通是现代史学发展的必然

趋势，这早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唯在如何把握中

外史学结合的“度”上，各派一直争论不休。在这方

面，片面强调本土文化体系自足的观念固不足为训，

而专以西方现代性为取舍准则的建构模式，亦往往

因轻视或排斥传统史学积累的人文要素，易致方法

上的偏狭，或因附会西方的理论模式，对本土历史及

其社会形态造成曲解。就当代中国史学建设而言，

我们在这方面仍面临着两大课题：一是如何在进一

步引入和学习外来新理论、新方法和研究成果中保

持一份清 醒，克 服“洋 教 条 主 义”，真 正 做 到 取 其 所

长，知其局限。在传统史学的研究上，则应特别注意

发掘和清理 过 去 一 度 被 低 估 的 那 些 理 论 与 方 法 范

畴，以更充分地发扬其现实价值。二是如何在此基

础上建立起真正融通中外而又特具中国个性的现代

史学理论方法体系。相信经历了中国现代史学史的

上述经验教训后，当代史学学科体系建设将会更趋

理性，胸襟更博大，步履更为坚实。

本文系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计划重大项

目“重 构 中 国：中 国 现 代 史 学 的 知 识 谱 系（１９０１－

１９４９）”（项目号：２０１７－０１－０７－００－０５－Ｅ０００２９）

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胡逢祥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

想文化研究所、历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王　贞

（上接 第１３６页）还 有 它 屡 试 不 爽 的“炼 金 术”。因

此，无论是游玩主题乐园，还是对身体的修饰乃至改

造，其通过对大众文化的“征用”而在 日 常 生 活 实 践

中获得的快感体验，虽然看上 去 是 个 体 自 我 意 识 的

一种彰显，但最终都无法真正 逃 离 大 众 文 化 视 觉 意

识形态的规训。

如果说差异是 建 构 主 体 身 份 的 必 要 条 件，那 么

这种差异的分类原则仍然是 由 大 众 文 化 所 提 供 的，

并且这种差异在根本上仍然只能通过消费行为来得

到确证。而当这种消费行为以一种审美的方式被视

觉化和符号化之后，个体的快 感 体 验 在 更 大 程 度 上

只能停留在视觉形 象 符 号 上 面，即：只 有 当 我 占 有、

享用了某种形象符 号 时，我 才 能 成 为 一 个 主 体。商

品美学所暗藏的主体性悖论恰在于此：“审美体验的

丰富会导致自我的 消 失。在 严 格 意 义 上，审 美 体 验

脱离了自制力和注意力的控制。审美愉悦感意味着

自我迷失和沉沦。品味的动力并非取决于根据对手

段的掌控力而定的一个目标，而 是 以 某 种 方 式 自 我

放弃”①。

总之，在当代中国，个体参与大众文化表意实践

的主体建构过程，自始至终身 处 于 视 觉 意 识 形 态 不

断渗透、询唤、收编的张力关系之中。由此所带来的

主体自我身份建构的暧昧性 乃 至 矛 盾 性，既 是 代 表

特定意识形态诉求的视觉话 语 的 产 物，也 在 事 实 上

构成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征。也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消费”真正成为一种强势文化，

逐渐左右人们的日常生活乃至文化认同方式。大众

文化作为体现这一时代状况 的 代 表 性 文 化 形 态，愈

发不遗余力地通过推销一种 消 费 观 念，宣 扬 一 种 新

的生活方式，不断形成一种完 全 区 别 于 曾 经 以 民 族

的、阶级的、社会的等方式实现的集体认同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２０世纪艺术哲

学语境中 的 空 间 思 想 研 究”（项 目 号：１６ＢＺＸ１１７）的

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李　健　南 京 大 学 艺 术 学 院 副 教

授）

责任编辑：时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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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奥利维 耶·阿 苏 利：《审 美 资 本 主 义：品 味 的 工 业 化》，第１９６～
１９７页。


